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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刘 爱 玉

［摘 要］本文认为，目前官方的关于 2009 年城镇化水平达到 47． 6%的结论，只是一种表象，原因在于官方城镇人口
统计中的农民工群体，其目前的生存状态无法与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市民相称。农民工市民权的缺失表现
为非正规工作、社会保障的有限性与不平等性、政治参与和利益代表不足、家庭分离的居住形式、平等教育
权的缺失。文章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了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制度安排和结构性压力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农民工
市民化进程的影响，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在于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为此，需要: ( 1) 国家在制
定发展战略时对农民工的市民化予以高度重视，对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定位、路径安排等要有整体性的
规划与布局，要将农民工看作是公民而不仅仅是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 ( 2) 国家全面、系统地改革
现行的社会政策体系，而不仅仅是考虑改革户籍制度甚至取消户籍制度本身; ( 3) 让农民工获得足够的收
入并拥有支付城市生活费用的能力，特别是组织能力和市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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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流向工业和城市的农民实现农

民身份的转变，是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过程，中国能否顺利

实现这种转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意义

重大。按照官方的统计，2009 年中国的城镇人口为 62186 万
人，城镇人口比重达 47． 6%，城镇人口在 1979 － 2009 年的 31
年间有一个较快速度的增长，期间年均城市化率为 0． 89，美
国的城市化水平由 1970 年的 25%提高的 1920 年的 51． 2%，
用时 50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由 1860 年的 20%左右到 1950
年的80%，用时90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由1908年的18%提
高到 1970年的 70%，用时 62年［1］，三个国家的年均城市化率
分别为 0． 48、0． 67、0． 84，作为人口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国
来说，即使与上述三个国家城市化率相比，也属不低。
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否真的如官方统计数据所显示

的那样成就巨大? 本文认为不然，目前的城市化，是一种表

象的城市化，而非实质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未如

城镇人口比例所展示的那样高。原因在于被统计为城镇人
口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无法与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市民

相称，2009年中国农民工的总量为 22542 万人，其中外出务

工者 14533万人，占官方统计的城镇人口的 23． 4%。［2］

表象的城市化要成为实际的城市化，关键是农民工的

市民化问题。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是: ( 1) 为什么在城镇打
工的农民工未能经由城市化而变为真正的市民? 目前其生

存状态如何? ( 2)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 3) 农民工市
民化的出路何在?

二、为什么农民工还不是市民?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市民并不仅仅是指具有城市户

籍的居民，更是具有公民身份的居民。马歇尔认为，公民身
份是赋予共同体正式成员的一种地位……成员被赋予这种
地位后，他们之间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上相互平等，最为重要

的三种权利即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3］在城市
打工的农民工，并未被看作是具有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体，

他们在制度上未被赋予基本权益
［4］，在生活和社会行动层

面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生活、交往圈和文化活动之外，在社
会认同上被有意无意的贬损甚至妖魔化。［5］目前在城市打
工、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表明他们难以
被称之为真正的市民，表现为:

1．非正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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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就业非正规化是指所从事的劳

动得不到公共当局的承认、记载、保护或管理，因此经常被
剥夺了七种基本保障: 劳动力市场保障、就业保障、工作保
障、生产保障、技能更新保障、收入保障和代表性保障。［6］绝
大多数农民工在城镇从事的是非正规工作: ( 1) 工作无保
障。首先表现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据劳动社会保障部
2004年对全国 40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
订率仅为 12． 5%。［7］其次是签订的劳动合同基本以短期为
主。根据笔者 2009年的调查，纺织、服装企业农民工基本上
是签订短期合同为主，签订 2 年及以下合同者占 53． 7%，签
订 3 － 5年者占 29． 3%，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者 17． 0%。而
那些签订劳动合同的城镇工，合同在 2 年及以下者占 23%，
3 － 5年的占 46%，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占 31%。其三是在经
济衰退或调整时期，农民工总是首当其冲被企业辞退，如

2008年就有约 2000 万农民工因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找
不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 15． 3%［8］; ( 2)
工作不稳定。主要表现为换工频繁、工作持续时间短。调查
显示，珠江三角洲农村外来工的平均工作持续期为 1． 6 年，
平均换工率为 0． 393。农村外来工变换工作次数在 2 次及
以上者的比例在 2006年为 46%，在 2008 年为 59%［9］，根据
笔者 2009年的调查，城镇工中 56． 3%的人自工作以来换过
工作，平均换工 2． 2 次，农民工中 72． 4%的人换过工作，平
均换工 3次。城镇工在目前企业的平均工作时间为 8． 6 年，
农民工为 3． 3 年; ( 3) 低收入、高强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 年外出农民工月
平均收入为 1417 元，比城镇工低 1022 元。在工作时间方
面，根据笔者 2009 年的调查，8 个城市 24 个企业农民工在
平均每月工作 27． 4天、每天工作 9． 3个小时的情况下，每月
工资平均值为 1690元，而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3012元。
总体而言，农民工大多集中于脏、累、险、重、苦、差的非

正规部门，工作无保障、不稳定、低收入、高强度，承受着“同
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不公待遇。作
为非正规、不稳定、临时性劳动力的主体，他们在城市打工
获得的工资，难以维持其在城市中长期劳动力的再生产( 安

家或者在城市中赡养父母、抚育后代) ，并积累出可以支持
其在城市中生根的资本和技能。

2．社会保障的有限性与不平等性
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参保率低下、保障

水平不高、工伤医疗保险严重缺位、失业保险几乎没有、养
老保险高不可攀。( 1) 养老保险。2009 年农民工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比例为 18． 2%，远低于城镇就业人员约 90%的
参保率

［10］; ( 2) 医疗保险。2009 年外出农民工参加医疗保
险的比例为 29． 8%［11］，而同年城镇职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比
例接近 73%。已参保的农民工尽管可以享受医疗费用报
销，但由于只报销超出起付线部分的一定比例，农民工仍然

要自付一部分，对于难以承受自付部分的人来讲，实际上也

享受不到相应的待遇; ( 3) 失业保险。2009年农民工参加失
业保险的比例为 11． 3%，而同年城镇工失业保险的参保率

为 67。［12］农民工在遭遇失业时，往往会因无保险而陷入生
活困境; ( 4) 工伤保险。至 2009 年底，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
工人数为 5587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也由 2007 年的
19． 2%增加到了 2009年的 38． 4%［13］，但绝大多数农民工依
然在工伤保险覆盖之外，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得不

到及时的治疗和经济赔偿，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到原籍，成为

农村新的贫困户。［14］

3．政治参与和利益代表不足
农民工政治参与和利益代表不足表现在: ( 1) 基本上被

排除在城市政治过程之外; ( 2) 无法有效地通过工会组织表
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农民工不仅被排斥在城市选举活动之外，他们甚至无

权参与城市基层社区的自治活动，虽然在有的城乡结合部，

他们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当地居民，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正

式途径去影响城市各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15］在城市的各
级各类权力机构中，例如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中，农民工
代表极少，与他们在城市总人口所占的比重极不协调。《全
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 1995年 2月 28日通过) 的
第 12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

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

分配。”其中的第 14条也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

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

数的原则分配”。由于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权无法得到保障，
因此其合法权益的被侵害成为了一种常态。
在中国，工会一向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虽

然其在维护工人权益上的作用颇为有限
［16］，但毕竟在某些

方面还能发挥一些作用。［17］工会的组建和会员的来源一向
聚焦于城镇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拥有城镇户籍的职工，直到

2003年 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会议，才有“农民工已经
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的表述，农民
工加入工会也被首次写入这次大会的报告中。虽然七年来
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人数和比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会会员

数由 2005 年的 2071． 4 万人增加到了 2009 年的 8014． 8 万
人，入会率也由 16． 4%提高到 35． 4%［18］，但与城镇职工的
工会入会率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根据中华全国总工
会的资料，截至 2009年底，全国工会基层组织数达 184． 5 万
个，会员总数( 包括农民工工会会员) 达到 2． 26 亿人，入会
率达78． 4%。［19］

4．家庭分离的居住形式
农民工因其农村户籍而被排除在城镇房屋计划之外，

他们在城市中的居住格局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城市中以

地缘为纽带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如北京的“浙江村”［20］; 二
是在城市扩张时期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21］; 三是在城
市工业区或经济开发区中常见的工厂宿舍，通常与当地社

区形成分割的二元社区。在居住形式上，则以家庭分离的
集体性居住为主。笔者 2009 年对 8 个城市 24 个纺织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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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850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工居住工厂集体宿
舍者占 59%，居住出租屋者占 30． 1%，其他居住方式者占
10． 9%。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农民工
的居住形式是: 12． 3%住工棚里，7． 1%住操作间，33． 7%住
工作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15． 7%与别人合伙租房，17． 1%
独自租房，另外 11． 3%住家里或寄住亲友家，只有 0． 8%住
自购房。［22］潘毅将农民工居住工厂集体宿舍为主的状态概
括为宿舍劳动体制，这种体制使得劳动力在工作时间上灵

活、方便并具有伸缩性、约束了工人的工作寻找时间、减低
了工人社会再生产的成本、扩展了雇主对于工人个人生活
的控制。［23］

家庭分离的居住方式使得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能享受

正常的家庭生活，家庭在个体社会化、亲情培育、社会团结、
养老、甚至最基本的满足生理需求的功能丧失。

5．平等教育权缺失
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

基础教育由县、乡财政管理的教育体制，义务阶段后的高中
教育，则实行户籍所在地考试入学的办法。农民工子女因
此在城市里很难有上高中的机会，更不可能在城市参加高

考。上个世纪 90年代中期后，政府开始意识到农民工子弟
的入学难问题，在 1998 年由国家教委和公安部联合正式颁
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已允许流动儿童在
城市借读。2000年之后，政府对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逐步
重视，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或规定，如在 2006 年《国务院关于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保障农民工子女
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并明确提出了“两为主”的原则，即以
流入地政府为主，负责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 以全日制中小

学为主，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不过政府试图改变农村流
动人口子女受教育不平等状态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

果。如各地政府不再允许公立学校向外来人口子女收取赞
助费，但各种变相的收费仍层出不穷; 在公立学校上学的成

本( 包括生活成本) 太高，使得农村流动人口难以承受;还有

不少学校拒绝接纳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入学; 公立学校对农

村来的孩子存在严重的歧视; 他们中的不少人不能持续而

稳定地在城市上学，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受升学的学籍

限制，父母不得不把他们送回农村上学等等。［24］

目前进城务工者采取两种方式解决子女的入学问题:

一是自己进城务工而将子女留在农村老家，由配偶或者父

母照看其生活，在老家上学; 二是将子女带在身边，以体制

外的自发的市场化方式解决子女入学问题，或通过支付昂

贵的教育费用在公立学校读书。［25］或在流动儿童规模不断
扩大而应运建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这些“打工学校”
基础设施简陋，师资力量极差，教学质量很难得到保证。无
论是以哪一种方式解决读书问题，都昭显了农民工子弟相

比于城镇阶层子弟在接受平等教育权利上的不足。甚至，
相比于那些没有外出打工者的子弟而言，农民工子弟也因

其父或母不在身边而处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缺失，进而致
学业啗于不利的处境。

三、制度、结构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历史脉络
以 1970年代后期启动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界分，本文从

历史的、过程的视角对改革前后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安
排、结构性压力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梳理。

1．改革之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新政权面临的是一
个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人口负担过重的社会经济。
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却面临国际社会的敌视与封锁的情况

下，中国选择了一条以国家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工

业化道路，这是一条资本排斥劳动的工业化道路。［26］资本对
劳动排斥的结果是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严重偏离，就业

结构的转换远落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
改革之前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是通过一套以国家财

政为中心的强制性积累机制实现的，其主要的制度安排以

户籍制度为核心，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在城镇实行单

位制。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层层下达指标和命令，对
农民的活动范围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

将城乡割裂 14 项制度安排，将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大门堵
得严严实实。在城镇，单位制下的企业在产、供、销和人、财、
物等方面根本没有自主的权力，企业不是自主经营和自负

盈亏的独立实体。企业无择人权、辞退权，劳动者无择业权、
辞职权。在一套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
制度、城镇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制度、城市居民系列福利制
度下，农村劳动力被雇用的机会完全由制度控制，农村人

口越过制度安排而在城镇生存的空间几乎全然消失。农
民除了通过升学、入伍及入党提干外，很少有改变自己职
业身份和农民身份的机会。因此，在 1952 到 1978 年的
27 年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份额由 88% 降为
76． 1%，年均下降仅 0． 46%，农业产值的比例由 50． 9%
下降到 29． 1%，年均下降 0． 84%，工业劳动力比重由 7．
4%上升到 17． 4%，年均增长 0． 38%，工业产值由 21．
2%上升到 47． 9%，年均增长 1． 03%，城镇人口的比例由
10． 6%上升到 17． 9%，年均增长 0． 28%［27］，中国城市化
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这 26 年间，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
移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迁，产业工人化滞后于工业化，城

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可以预期，在制度约制松动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必将被

压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期待化为行动。
2．改革以来
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战略是改革开放，积极
引进外资。在改革开放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在区域发展上
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工业化发展战略上，倾向于出口导

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在城镇化发展战略上，2002 年之前实施
非城市化的农村工业化发展战略，提倡“离土不离乡、进厂
不进城”，积极发展小城镇，2002 年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战略。［28］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是由上述国家发
展战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结构性压力共同形塑的结果。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始于国家发展战略转变下农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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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经济制度安排的改变，而国家政策对农村外来工

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严到宽、从紧到松的调整过程①。在
农村，自 1979年以来，中国首先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为主的改革，允许农民在农闲时间从事各种非农产业活

动，农民因而有了相对改变自己职业的自由。但在 1979 年
至 1983年，由于大批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大批下放职工落实
政策回城，全国约有 2000 万人需要就业，因而国家明令“严
格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严格控制使用农村劳动
力”、“严格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这一时期城镇
企事业单位遵循的是中央在 1980 年提出的“三结合”就业
方针，虽然突破了国家统包统配和单一渠道就业的传统，逐

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就业格局，但其在使用城镇户籍之外劳

动力的权限依然受控。因此 1979年以后虽然有不少农民冲
破阻力进城，但主要不是进入城镇企事业单位，而是在小城

镇及城市中的第三产业。
1984年以后，改革的重点逐步由农村而转为城市。城
镇国有企业进行了“利改税”的改革，企业在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上向前走了一大步，同时也开始了对国有企业劳动力

增量实行劳动合同制的改革。198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加快企事业单位劳动
制度的改革，在矿山、建筑、装卸、搬运等行业中推行农民转
换工制度和招用农民合同工制度。1986 年 7 月，国务院又
发布了关于劳动制度改革的四项暂行规定，核心是推行劳

动合同制，初步建立了企业与劳动者的双向选择机制，将市

场机制引入到就业的体制中。从 1987 年开始，在部分企业
中还进行了改革固定工制度的试点，这些改革增加了企业

的活力，也使企业有了一定的权力去雇用城镇户籍之外的

劳动者。与此同时，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
村工作的通知》1号文件，开始了中国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
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5
年的《关于城镇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允许农民在不改变身
份的前提下进城务工，其目的是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劳动

力，而农民也因此部分获得了改变自己居住地的权利，进城

务工的农民工的规模开始增加
［29］，而国家也适时对农村流

通体制进行了改革，农产品的合同订购制取代了统购统包

制
［30］，使农村劳动力获得了通过市场性购买获得在城镇生

存所需粮油供应的可能。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80 年代
后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约在 3000万人左右。［31］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国有企业自 1993 年开始了“产权
明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变
革，1997年党的“十五大”则强调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
资本组织形式，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变革就是要进行

股份制改造。“十五大”明确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与
意义，指出个体与私营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经济制度中的一种所有制成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将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十五大”还提
出了两个重要政策:一是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资本要

从非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二是寻找能够促进生

产率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因此加
快，国有资本快速从一些领域退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变成

了合资企业，相当多数量的国有中小企业通过兼并、租赁、
承包、破产、委托经营、出卖、与外商合作等形式，变成了民营
企业。［32］非公有制经济在上述背景下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并逐步成为吸纳劳动力尤其是吸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主

体。地方政府则以极大的热情扩大投资，大力发展乡镇企
业，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获得了大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廉价农村劳动力产生强烈需求，使得农

村劳动力的流动从 1993 年起进入一个高潮期。其后的两
年，每年的农民工数量均成倍增长。由于城镇经济发展对
农村劳动力的强烈需求，在该时期对农村人口的户籍管理

进一步松动，但为了稳定城市秩序，政府对于农村外来工还

是以管理限制为主。因为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全
面实施了劳动合同制，广泛地采用了“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的手段，其直接后果是大量国有企业职工因此下岗、失业。
全国失业人员由 1992 年的 364 万人增加到 2002 年的 770
万人，11 年间累计失业人员 6101 万人，平均每年 554． 6 万
人。全国下岗职工由 1992 年的约 250 万人增加到 1997 年
的 1151万人，其后虽有所下降，但在 2002 年仍有 617． 7 万
人，11年间累计下岗职工 7601 万人，平均每年约 691 万人。
因此 1994年《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和
1998年《关于做好灾区农村劳动力就地安置和组织民工有
序流动工作的意见》要求农民工须持流动就业证外出就业，
以及提出要限制农村劳动力的盲目流动。

2001 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经济增长
模式由此发生重大转变，通过融入全球性经济秩序，外向型

加工制造业、海外投资与国际贸易成为拉动 GDP 总量增长
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指导下，变成了
“世界工厂”，变成了为世界资本的廉价打工者，成为国际分
工的低端产业链条

［33］，源源不断供应的灵活、流动、年轻、廉
价、新鲜的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是上述经济模式得以维系的
关键。由于农民工规模的扩大以及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地位
的日益重要，以及大量农民工因基本权益被剥夺所导致的

生存环境恶化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政府对农村外来

工的工作环境也日益重视，并通过劳动政策对农民工的权

益做出回应。2003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
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及 2004 年的《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

知》标志着国家对农村外来工政策调整的新阶段。该阶段
的政策反映出政府对改善农村外来工就业环境的重视。特
别是 2006年伊始，国务院发出第 1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也提出要“保障务工农民
的合法权益”。2006年 3月 27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解决

① “国家政策对农村外来工的态度是从严到宽，从紧到松”这一观点以
及接下来在此段中对部分农民工政策的列举和回顾参考了由人力资源社保部

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金维刚博士主持的 200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国
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社会影响评估研究”的研究成果( 未公开发表) ，在此特别
注明并感谢。



学术论坛

116 2012 年第 1 期 总第 319 期

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央政府关于农民工的第
一份全面系统的政策文件，它涉及了农民工工资、就业、技
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
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从 30年来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变迁

看，对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定位、路径安排等在总体上缺
乏整体性规划和布局，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基本上是回应性

而非前瞻性，是问题导向型而非预防引导型。农民工始终
被当作是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而非需要市民化的

公民对待。当城镇经济发展对廉价劳动力需求增加时，政
府通过放松管制而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城，当城镇经济本身

也遭遇城镇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的压力时，则对农村劳动力
进城的速度以及可以从事的行业、职业、工种进行限制。
2003年以来虽然政府在改善农民工工作环境、解决农民工
问题的政策、规定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对农民工的定位依
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农民工在经历了 30 年的发展后仍然
处于表象的城市化或者“半城市化”状态，便是上述国家发
展战略、制度安排和结构性压力的产物。
四、“赋能”与“增能”:农民工市民化的希望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出路何在? 本文认同郑杭生关于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解决在于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的观
点
［34］，并认为应该从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制度安排、结构性压
力的互动视角来思考“赋能”与“增能”问题。
首先，对农民工的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需要国家

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对农民工的市民化予以高度重视，对农

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定位、路径安排等在总体上要有整体性
的规划与布局，要将农民工看作是公民而不仅仅是城市经

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只有这样，农民工的市民化才不至

于成为一个出了问题需要寻求药方的应景性问题。
其次，需要国家全面、系统地改革现行的社会政策体

系，而不仅仅是考虑改革户籍制度甚至取消户籍制度本身。
全面、系统的社会政策体系改革，首先是要开放户籍制度背
后的福利与公共服务，让户口成为仅仅是一种登记的凭证，

而不是一种享受不同福利与公共服务的身份标识。其次是
要改革财政收入和分配体制，增加劳动报酬在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 GDP) 中所占比重。劳动报酬在中国 GDP中所占比
重从 1983年的 57%，降至 2005年的 37%，2007年这一数据
是 39． 7%。而在过去 22 年里，资本收入占 GDP 比持续上
升，企业营业盈余占 GDP的比重从 21． 2%升至 31． 3%［35］，
利润挤占工资的现象突出。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财富
的增长而增长。第三是教育制度和政策的改革、社会保障
制度的改革和住房制度的改革。教育制度和政策的改革可
以提升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人力资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旨在建构覆盖所有公民的一体化社会安全网络，减少农民

工市民化过程中遭遇的风险。住房制度的改革旨在将农民
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计划之中，解决其在城镇的居住问题。
本文认为，纯粹的取消农民工的户籍身份并不能真正地解

决其市民化问题，今天人们看到的社会事实是，大量离开土

地从事各种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在理性思考后仍然谨慎地保

持着自己的农村户口和农民身份，而发达地区一些城市的

城郊结合部更是出现了已经转换了户籍身份的人千方百计

想恢复曾经的农民身份的现象
［36］，其最大理由是为了保留

在农村的土地。因为有了土地，也就有了生存的资本，没有
土地也没有城镇生存能力者，即使拥有了城镇户籍又有何

用?

第三，农民工能否市民化，能否融入城市，也取决于其

能否获得足够的收入并支付城市生活费用的能力。有两种
能力至关重要，一是组织能力，即农民工作为新兴的工人阶

级形成自己的组织、通过各种集体行动表达自己诉求的能
力，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劳动报酬在

分配格局中的位置。二是市场能力，即个人可以带到市场
上去进行讨价还价的一切品质。按照吉登斯的观点，有三
种市场能力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层差别的重要因素:

对于生产资料财产的占有，对教育或技术资格的占有以及

对体力劳动力的占有。［37］他认为，无产阶级因其拥有的“市
场化技能”的类型与垄断程度而产生分化，那些拥有市场价
值技能的工人，其境遇要强于那些除了体力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提供的工人。在现代社会中教育资历非常重要，但体
力工人对职业技能的垄断，对于其市场能力的作用也非常

重要。［38］从吉登斯的讨论可以看出，工人的市场能力( 特别
是教育资历与职业技能) 对于其收入、就业保障、职业生涯
前景、各种福利的获得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工人的行动能
力。吉登斯所讨论的教育资历与职业技能，也是人力资本
的核心要素。
近年来关于人力资本对就业和收入影响的大量研究都

证明了农民工在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上与城市工人相比存

在的明显差距
［39］，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培训、工龄等变

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0］教育资历的差异是
造成城市工人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41］;同时，农民

工内部也会因为人力资本的不同而产生一定的收入差

异。［42］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是制约农民工就业和提高其职
业层次的主要因素。农民工组织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工会组
织的变革与自主性的成长。农民工市场能力的提升需要:
( 1) 宏观人力资本投资，这涉及国家如何公平、公正地配置
教育资源、对技术培训进行投入和分配，对卫生健康资源进
行公正、有效的配置等问题。( 2) 微观人力资本投资。孙立
平认为农民工真正的融入城市可能需要代际传递的保持来

实现，而代际的实现，一个重要的路径就是针对流动人口子

女的教育安排，通过宏观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微观

人力资本投资，使农民工子女有可能成为有技能的一代，这

样就是向真正的城市定居前进一步，期望到其第三代拥有

与城市子女同样的教育资源。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的过
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要通过代际的传递才可能实

现。［43］( 3) 农民工人力资本使用环境的改善，需要理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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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技术的认定、技术等级与晋升之间的关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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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 and Migrant’s Citizenlization Process

Liu Aiyu

［Abstract］That the extent of urbanization in 2009 was 47． 6% by official statistics is really a phenomenon of spurious urbanization ow-
ing to its mobility population who have been living in urban area for 6 months or more． Main part of mobility population is
rural migrant workers whose citizen rights are deprived． The research mainly disscusses about the interaction of institution，
structure and migrant’s citizenlization proces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and poinds out the importance of empowerment
for migrant workers． First，we should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migrant workers’citizenlization issues in formulating nation-
al development strategy，put them into an integrated planning process and treat them as urban residents instead of labor
force only． Second，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reform the current social policies ( includ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ather than just reform or even abolish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tself． Third，we should make it
possible that migrant workers could get enough income and have the capability to afford to their living in urban area，esp． the
capabilities of organizing and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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